
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

医生，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伟大

的国际主义战士。为了支援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后

因伤口感染而病逝于河北省唐县。他

去世后不久，毛泽东写了 《纪念白求

恩》 一文，号召全党学习白求恩“毫

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回顾历

史，白求恩对中国抗战的贡献，不仅

在于救治伤员、筹建模范医院、编写

医学教材等，而且还通过通信和投稿

等形式，向世界客观地介绍中国共产

党。“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真正领导

者”等，白求恩这些切身感受与评

价，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全

面深入的了解。

中国共产党和延安
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

白求恩 1890 年 3 月出生于加拿大

安大略省。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5

月，他曾积极投身于西班牙人民的反

法西斯斗争。为支援中国抗战，1938

年 1月，他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奔赴

中国，并于 3月底辗转到达延安。

在此之前，白求恩虽然通过阅读

斯诺、史沫特莱等人的相关书籍对延

安有了初步了解，但是当他真来到延

安时，这里的一切让他深受感动。他

发现，尽管延安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

之一，但是成千上万的学生却将这里

视为理想中的“圣地麦加”。“在这

里，无论地位高低，人人都是平等相

待，人们都有一种勤奋向上的精神，

相处非常友好”，到处充满着朝气和

活力。

在延安期间，白求恩对抗日军政

大学产生浓厚兴趣。他在 《号角日

报》 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抗大是

“世界上最独特的大学”：抗大的学生

来自中国的各个阶层、各种不同的职

业和行业，“有的来自百万富翁的豪

宅，有的来自幽居高墙之内的著名学

府，有的来自广东的贫民窟，有的来

自北方风沙肆虐的沙漠，还有的来自

山东的战壕”。而且，抗大的教学方法

十分注重实践，要求“每一门教授的

课程，每一种新知识只有经过检验、

证明和评价，才能作为真理而接受下

来”，强调“理论不能与实际脱节”。

对于抗大学生身上所体现的乐观主义

精神和爱国热情，他尤其感动，认为

“这里学生们脸上都是幸福和快乐。他

们就是中国的希望”“为了拯救中国，

他们甘愿献出宝贵的生命”。

让白求恩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

在延安专门接见了他。据白求恩的随

行护士琼·尤恩回忆，毛泽东和白求

恩握手之后，“互相对视了一会儿，然

后像兄弟似的拥抱”。当白求恩把加拿

大共产党员的证书交给毛泽东时，毛

泽东接过党证，并郑重地说道：“我们

将把你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国共产党，

你就是我们中的一员了！”在交谈中，

白求恩被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和毛泽东

的人格深深打动。他在日记中写道，

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毛泽东感染着每

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

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感动之余，白求恩对毛泽东的讲话和

著作进行了认真学习，并在思想深处

表示认同。因深受毛泽东 《论持久

战》 影响，他在致友人信中多次强

调：“我们要持久战，而且在日军被赶

出中国之前决不言和”“日本决不可能

征服中国”。

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对白求恩触

动很大。他坚信，中国共产党和延安

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认为“延安是

未来中国的缩影，年轻而热切，勇敢

而活泼”。

共产党是统一战线
的真正领导者

在延安期间，白求恩多次提出要

去前线工作，毛泽东和军委总卫生部

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 1938 年 6 月，

白求恩带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到达晋

察冀边区。在抗日前线，白求恩夜以

继日地工作，救治了大批伤员。

通过与当地军民的接触，白求恩

发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

“政治影响十分强大”，是“抗日运

动、土改运动及工会的领导者”。在晋

察冀边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让白求恩印

象十分深刻。白求恩认为，自建党之

日起，“中国共产党一直为了中国的独

立而奋斗”。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

团结更多人参加抗战，“共产党以所有

进步人士联合的统一战线政策取代了

以前的政策”。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

的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是“唯一有

可能将中国从敌人手中拯救出来的纲

领”，中国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真正

领导者”。

更让白求恩敬佩不已的是，中国

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能够以身作

则践行“三三制”原则。他认为，“八

路军与共产党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十分

强大，如果她想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

是相当容易的事，但是她没有这么

做。相反，八路军和共产党坚持在此

建立统一战线政府，在总共 9名政府成

员中，只有 2 名是共产党员”。在他看

来，“三三制”原则的实行，非但没有

削弱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反而团结了

更多的人，使共产党成为群众的楷模

和主心骨。在晋察冀边区，白求恩看

到了“新民主共和国的曙光”。

八路军是一支真正
的人民军队

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白求恩还对

八路军及敌后游击战争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当得知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中

歼灭了大量日军时，他欣喜地说道：

“它将作为中国走向最终胜利的一个转

折点，载入抗日战争的史册。”他对八

路军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认可：“八路军

无论走到哪里，都在群众中留下深刻

的印象。这是一支真正的‘人民军

队’，几乎全部都由农民和工人组成，

他们的军队同人民永不分离。”

在晋察冀边区，他发现游击队的

作用非常重要，“他们一刻不停息地活

动，牵制了大量敌军”。通过观察，他

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

了游击战争”，特别是在领导游击战争

的过程中，“八路军不仅把红军在与国

民党斗争的十年中的制胜策略教给游

击队员，更重要的是，也向他们传授

一些政治理论”。鉴于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敌后游击战有力牵制和打击了日

军，他断言：“游击战是这场战争的基

础，并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期间，白求恩与中国人民

结下了深厚情谊，同时他被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和品格深深打动，认为

“他们温和、镇定、智慧、坚韧，具有

不可动摇的乐观主义，对人民和蔼对

敌人冷酷，对人民充满爱心对敌人充

满仇恨，无私、坚决、爱憎分明”。这

使他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一种强烈

的认同感。他曾致信友人：“他们正在

进行一项伟大的事业，理应得到帮

助。我还要待在这里。”他还说道：

“同他们一起工作，对我而言是一笔宝

贵的财富。”1939 年 11 月，在生命的

最后时刻，他在写给聂荣臻的信中仍

然表示：“最近两年是我生平中最愉

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 张卫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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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我生平中
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在安徽淮南的层积黄土之下，

一座沉睡 2300余年的战国楚王级墓

葬——武王墩墓，正以其系统性的

考古发现，成为解读中华文明多元

一体格局的“历史密码本”。这座

被考古学界誉为“战国楚文化标

本”的巨型墓葬，不仅是楚国政治

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集大

成者，更以空间礼制、器物群像、

文明基因的三重维度，构建起中华

文明从“多元互鉴”走向“一体凝

聚”的微观解释框架。

空间礼制的重构

武王墩墓以 1.5 平方公里的宏

大格局，开创了战国时期“独立陵

园制”的先河。其周长 5000米的环

壕体系，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区隔，

更是政治权力的象征——这种将墓

葬空间从“族葬制”中剥离的设

计，暗合楚国东迁后试图摆脱宗法

制度束缚、构建新型集权体制的政

治诉求。对比同期中原墓葬，其 21

级台阶的几何递减结构，既遵循

《周礼》“天子九重”的礼制隐喻，

又以奇数台阶的楚式创新，实现对

周制的创造性转化。

墓葬中“八室一厅”的棺椁结

构，堪称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制度

突破。尤为重要的是，椁室功能分

区如 “南乐府”标识的乐器室、

“西库”标识的武备库等，与 《考

工记》记载的“左祖右社”都城规

划形成镜像关系，印证了楚国“事

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这种将宫

廷制度移植于地下空间的设计，既

是对周代礼制的继承，更是对“王

制”内涵的拓展——当楚考烈王以

接近周天子“黄肠题凑”规格的

“亚”字形棺椁进行安葬时，实则

完成了对周王室宗法权威的象征性

超越。

南部祭祀坑出土的玉器，其形

制与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

者高度相似，但其自身的楚式云雷

纹却彰显地域特色。这种“形从中

原，纹出楚地”的器物特征，揭示

出楚国在礼制层面的双重策略：以

玉器的物质载体维系中原文明认

同，以纹饰创新构建自身文化主

体性。

器物群像的对话

口径达 88 .9厘米的“楚国第一

大鼎”，其束腰设计不仅是“楚王

好细腰”审美取向的物化，更蕴含

力学原理的科学突破。经测算，束

腰处的应力分布可使鼎身承重提升

30%。这种将实用功能与艺术表达

结合的设计理念，与曾侯乙编钟的

声学构造异曲同工，彰显楚地工匠

“技进乎道”的造物哲学。虎座鸟

架悬鼓的造型，以凤鸟踩虎的构

图，将楚文化的图腾崇拜 （凤为祖

先神） 与中原礼制 （虎为镇墓兽）

熔铸一体，开创了“以巫入礼”的

艺术范式。

墓葬出土的三晋错金银铜豆，

其蟠螭纹主纹中嵌有楚式云气纹边

饰。其合金成分含铅量与山西长治

分水岭韩墓出土器物一致，证实为

三晋工匠制作后流入楚地。秦式漆

杯底部残留的生漆中，检测出秦岭

地区特有的漆树品种，结合同时期

商鞅变法后秦楚联姻的史实，揭示

出一条跨越秦岭—大巴山的“漆艺

之路”。更值得关注的是，欧亚草

原风格的青铜带饰与百越地区的越

式铜钺同现一墓，表明楚国通过

“方城夏道”“随枣走廊”等交通网

络，成为连接北方草原文明、东南

百越文明与中原文明的枢纽。

此外，楚国工匠对多元技术的

整合能力，在青铜剑的铸造上尤为

显著：剑身采用吴越地区的“复合

金属工艺”、刃口经淬火处理，而

剑首同心圆纹饰的精密加工技术，

却与中原范铸法存在明显差异。这

种技术融合现象，印证了 《考工

记》中 “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

能为良”的记载，同时表明楚国已

突破地域限制，构建起跨区域的技

术创新体系。

文明基因的传承

椁室木材上 1000 多处墨书文

字，构成迄今为止最完整的战国时

期工程文档体系。其中的“司徒”

“司马”“司工”等职官，与 《周

礼》记载的 “三有司”体系高度相

似，但“乐府”“太仓”等机构的

设置却独具楚风。这种“中原框

架+楚地特色”的职官结构，折射

出楚国在制度建设上的开放心态

——既吸收周王朝的官僚制度内

核，又根据自身经济结构 （如重视

音乐文化、稻作农业） 增设特色机

构。这种制度创新模式，为秦汉以

后“汉承秦制，兼采楚风”的政治

文明演进埋下伏笔。

武王墩墓出土木俑等 280 余

件，揭示其“以俑代人”的葬俗，

相较于熊家冢的 68具殉人，标志着

楚国社会从“人殉制度”向“俑殉

制度”的文明跃迁。这种变革虽晚

于秦国 （秦献公于公元前 384 年废

除人殉），但早于中原地区 （战国

中期普遍推行俑殉），展现出楚国

在制度革新上的独特节奏。更有意

义的是，陶俑的面部特征呈现多元

性：既有中原式的宽额方脸，也有

百越式的断发文身造型，暗示楚国

人口构成的复杂性，为 “中华民族

早期融合体”提供了葬俗证据。

漆木瑟上的凤鸟纹，其舒展的

羽翎与马王堆汉墓帛画中的“九天

凤”形成造型谱系。经图像学分

析，两者均采用“S形曲线+散点羽

毛”的构图模式，证实楚艺术对汉

艺术的直接影响。而“四神纹”的

雏形 （仅见青龙、朱雀纹），较之

于洛阳西汉卜千秋墓的完整四象体

系，清晰勾勒出天文历法观念从地

域特色向国家意识的演进轨迹。这

体现出楚汉艺术基因的延续性。

椁室墨书中“乐府”的记载，

将中国音乐官署的设置由秦代上推

至战国时期。汉代乐府制度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完善，形成“采诗夜

诵”的文化机制，成为中华文明礼

乐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楚

国 “左尹—右尹”的双卿制，为汉

代“丞相—御史大夫”的二元行政

架构提供了制度原型。这些制度遗

产表明，楚文化并非地域性的“边

缘文明”，而是中华文明核心制度

的重要源头之一。

当考古工作者用三维激光扫描

技术复原武王墩墓的空间结构时，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座 2000多年前

的地下宫殿，更是感受中华文明多

元一体格局的历史现场。武王墩墓

的意义，在于它以考古发现证明：

包容创新是贯穿中华文明发展进程

的精神内核，文化互鉴融通造就了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 葛洲子

驿站制度：唐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载体

唐代版图辽阔，东至大海，西到

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外兴安岭，南至

南海，“东西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

宽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在面积如

此广袤的国土上，唐王朝建立了完善

的驿站制度，用驿路连接中央与地

方。据 《唐六典》 记载，唐王朝“凡

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

九所”，其中“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

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

兼”，可见当时驿站网络的密集。韩愈

在 《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驿途中见

寄》中，将驿站比喻为“鱼鳞”，足见

其稠密程度。唐代的驿站又称为驿

馆，到唐后期逐渐确定了“馆驿”的

官方称谓。当时陆上驿路以“长安—

洛阳”为枢纽展开，向四面八方延

伸，水上驿路以长江和大运河为主

干，向支流发展。水陆相连，形成了

网络发达的唐代驿路体系。

清晰完备的驿站管理机制。驿站

制度作为唐代沟通全国信息网络、运

输物资的基本制度保障，其组织及运

作的每一个环节，都有较为清晰的管

理规范，以保证邮驿的快捷高效，保

障通信和财物的安全。

唐代的驿站在开元时期有 1000 多

所，这 1000 多所驿站有明确的等级之

分，据 《唐六典》 记载，驿站分为七

级，每一级配备不同数量的马匹和驿

丁。陆驿和水驿均有明确的等级划分，

根据承担邮驿责任的不同，唐代水驿划

分为三等，分别配备二三四只船不等，

每只船有丁三人。

唐代驿站的主管部门在中央是兵

部，兵部驾部郎中负责管理驿站；在

地方则为兵曹或司兵，兵曹、司兵管

理烽候传驿。唐初，地方行政区划为

州、县两级，兵曹、司兵负责州的烽候

传驿之事，县一级由县令或者知驿官负

责。唐代后期，道（方镇）逐渐成为州

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区划，设有专管驿

站的官员。

唐代对驿站有比较严格的监督监

察机制。唐后期的邮驿监察主要由三

组人员组成：京畿以内的馆驿由京兆

尹负责监督。在京畿之外，方镇和州

由观察使和刺史对邮驿进行监察。至

于具体事务，或安排专人负责。御史

台作为专门的监察机构，也会派出御

史对邮驿进行监督。

高效安全的驿站运行制度。驿站

作为官方交通枢纽，其安全性和高效

性需要严格的制度加以保障。驿站使

用的凭证符券以及给驿、驿马、投递

的稽程和公文的保密，都有严格的管

理办法。李肇 《唐国史补》 中称杨贵

妃的荔枝“每岁飞驰以进”，杜牧诗

“ 一 骑 红 尘 妃 子 笑 ， 无 人 知 是 荔 枝

来”。这些都是唐代驿传安全高效的直

观体现。

使用邮驿需有凭证，通称为符

节。唐代符节划分为象征身份的传符

和更加轻便的纸券。传符因使用者身

份而区别为不同材料、形状，是过关

津、住驿站等使用邮驿的凭证之一。

不同的身份所享受的待遇自然不同，

所能享用的食物、居住的房间、配给

的马匹等皆有差异。纸张在东晋已广

泛用于官文书，纸券随纸张的普及而

出现，在唐初便已使用。因“传符”

行用不便，“纸券”行用渐广。开元十

八年 （730 年），政府规定“自今以

后，应乘传者，宜给纸券”。

中央发驿，传符或者纸券必须有

门下省的印章。地方发驿，则需要盖有

到州府以上印章。纸券分往来券和单程

券，往来券只有门下省有权发放。相对

于已有明确规定规格的传符而言，纸券

则是在上面标明其每日需要走的驿路里

程、所乘马匹的数量、出发地和目的

地等相关信息。驿馆按照上述信息为

其提供驿马，防止驿使稽程，保证驿

传的安全与效率。

唐代的驿马管理较前代也更加完

善。在专马专用方面，据 《唐六典》

记载，驿马在左腿上印着驿马的标

记，在脖子左侧印着所属州名，以防

止马匹使用的混乱，杜绝滥用马匹的

现象。此外，唐代规定了严格的马匹

数量上报机制，不仅是驿长，地方各

级官员中都有负责上报马匹数量的专

员，从驿长到兵部的驾部郎中都要严

格清点马匹的数量，以及时补给缺损

的马匹。

在驿站的使用权和马匹配置都完

备的前提下，唐代制定了严格的给驿

制度。官员使用驿站时需要出示相应

的“传符”或“纸券”。驿使在传递信

息或者物资时，禁止携带多余的私人

物品，《唐律》规定“诸乘驿马赍私物

……一斤杖六十，十斤加一等，罪止

徒一年”。《唐律》 还单列“违法增乘

驿马罪”，对不同品级的官员享有的乘

驿马数量作了详细规定。

对于邮驿违规者，《唐律》也制定

了严厉的处罚措施：不按照要求题署

公文名称者为“驿使不依题署”罪；

没有选择两地之间供驿使传递的专道

而绕道远行者为“乘驿马枉道”罪；

越过目的地到达更远城市者为“越至

他所”罪。为了保证驿马的速度，同

时也是为了保护驿马的安全，驿使在

乘驿马驿传时，只能携带随身的衣物

与仗 （弓刀之类的武器），否则要受到

相应的惩罚。《唐律》对驿使传递公文

的保密问题制定了严格规范，以防止

行政文书、军事信息等国家秘密的泄

露。比如，传驿人员不可随意将任务

转托他人，不可丢弃、毁坏、烧亡、

遗失官方文书，等等。

驿站制度与唐代国家治理。唐代

驿站制度首要的作用是加强了中央与

地方之间的信息交流，保障中央对地

方的有效管理。这里的“信息”，不仅

仅是指公文的上传下达，还包括民情

及吏治状况等诸多社会、政治和文化

信息。当地方发生水涝、地震、瘟疫

等重大灾害时，四通八达的邮驿体系

可以将情报快速上报中央，而朝廷的

危机处理和救济、慰问同样借此途径

快速到达地方。高效率的危机处理是

稳定地方、保证民生，进而实现中央

权威和对地方有效治理的重要保证。

地方吏治信息也可通过邮驿系统直达

朝廷。至于地方户口、田地、赋税等各

种经济信息的上达，民情民意的采集、

报告等，也都借邮驿系统而进行。正所

谓“王权所及，驿传必定跟随而至；驿

传所到之处，也意味着王权统治的建立

进行管控、监督”。

作为唐代驿站制度的物质基础，

驿站网络的形成带动了唐代交通运输

业的发展，促进了各地之间的经济贸

易往来，而经济的发展也间接地促进

了唐代驿站制度的完善。到了唐后

期，驿站的经济功能进一步增强。由

于安史之乱使得原有陆驿遭到很大破

坏，经济秩序和各地交易往来遭受重

创，地方税收和经济流通都难以正常

运转。与此同时，战乱使得有关驿站

的法令部分失效，对于禁止私人使用

驿站的规范逐渐放松。基于此，唐代

宗任命刘晏进行驿站制度改革。刘晏

改革主要以“官司掌驿”，改官督民营

为完全官营；在驿外设立“递”系

统，以便快速传递各地经济消息。

为了强化中央与少数民族之间的

联系，唐王朝在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广

修驿路、广建驿站，譬如西域著名的

驿道——他地道；西州通往安西都护

府的驿道——银山道等。《沙州图经》

中记载瓜、沙、伊三州间还有 20 余所

驿站。从唐代诗人岑参 《初过陇山途

中呈宇文判官》 一诗对从敦煌至北庭

都护府沿途驿站网络的描述，可以看

出当时西北边疆的驿路管理非常规

范，驿站与驿路建设十分发达。此

外，唐王朝在西南地区的南诏驿站建

设也十分完备。可见，驿站制度有力

地加强了中央与边疆民族地区的联系，

有助于唐王朝巩固和强化边疆治理。


